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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細靡遺的「核四論」提供會議成員關於核安監督的著力點，不但

讓委員在短時間就做出希望核四停工的決議，也讓一向僅關心回饋

與就業問題的地方代表能對此議題有更多的著墨；但林對於核四工

安的質疑，由於直接衝撞中央決策，這項爭議隨後也以他不續任委

員告終，核四是否安全的問題改由經濟部派出「核四安檢小組」負

責而失去進一步深化討論的機會。  

三、跨部門合作 

在跨部門合作方面，新北市核安會的表現明顯較為出色，由於

此機制由官民平台主導，輔以多元背景成員，原本就具有組織合作

之基礎；爾後擴大參與的作為又使官方與民間的關係更為緊密，訪

談顯示：民間團體、市府各局處與地區居民經常透過私下或公開的

聯繫交換意見與擬定策略，這樣的跨部門合作持續進行，杯葛核一

廠乾貯場則是具體的例子。  

在 2010 年，核一廠乾式貯存池之水土保持計畫原本獲得新北市

初步通過，但新北市堅持「最終處置場必須先有著落，才能運作中

期貯存場」，在 2013 年底核一廠乾貯場即將進行熱測試，在民間團

體協調下，市府指示農業局絕不核發該場的水土保持證書，並由土

木技師工會出面指陳計畫書之內容瑕疵，最終以超高行政效率否決

該廠的水土保持計畫書，以確保「台電在取得最終處置場場址前不

得測試核一核廢貯存場」。
28

 當時參與的委員如此描述合作的動態： 

我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打電話給副市長，副市長說他

                                                        

28. 在 2014 年 2 月 13 日土木技師協會勘查過後的「翌日」，台電便收到「水土保持計畫

未通過」的通知，其行政效率奇高無比，不免讓外界推測新北市政府早已有所定見，

而訪談結果也證實確實新北市政府的作為乃是刻意操作下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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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立刻交代農業局拒絕核發證書，後來我們也立刻聯絡土木技師

工會，他們也說台電的水土保持計畫書的設計圖是更改過的，因

此本來品質就有問題。（新北市核安會監督委員 D 訪談記錄）  

而在訪談中亦觀察到新北市政府在開辦核安會後，市府內部對

於災害防救的跨部門合作有了更貼近實際的運作，也能結合不同部

會的力量進行防災規劃，核安會業務承辦人如此表示：  

我們有簽訂一些行政契約……（核安會的召開）對市府單

位、公所、里長來說，等於是強迫他們要去瞭解這塊知識……也

提出具體的成效……例如公車要交通局配合，中間的一些防護站

就是國軍……然後到了尾巴的時候那又是社會局的事……可能

要收容中心來試試看。（新北市消防局人員 F 訪談記錄）  

而新北市核安會另有一亮點：核廢料管制的合作也存在於台電

與民間團體之間，在會議初期的爭鬥火花，後來逐漸轉為「共謀對

策」的形式，尤其是宜蘭人文基金會、原能會與台電之間，在核一

乾貯場與鋼瓶議題中互有提案，經過多次妥協折衝，最後能在彼此

調整下擱置較為枝微末節的爭議（如鋼桶規格），而在「採取室內

貯存方式」等議題達成共識，提出各方所能接受的方案。新北市核

安會召集官員如此表示：  

這是一個公民參與的方式……在面對討論的時候 ......台電也

調整，原能會其實它也在調整……它（宜蘭人文）這幾年也一直

在改變，慢慢更理性，它原來也是乾式貯存鐵板一塊的。（新北

市市府官員 H 訪談記錄）  

相較於新北市核安會在跨部門合作的成長，核四安監會多年運

作仍停留在被動的抗爭型態，政府態度也顯得逃避。早在 2006 年，

時任核四安監會委員之一的林宗堯即已對核四的安全品保機制表達

他的憂心（原子能委員會，2006）；到了 2011 年福島核災爆發，林

宗堯正式提出「核四之計」原則上已否定了核四的安全性，他在此



公民參與和核安治理─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與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之比較 39 

 

報告中提到：  

「依今，核四坐等台電提“形式應付＂之計，台電卻乃摸索

續試，一不知完工日期，二不知預算額度，三更不知何來安全認

定。徒耗國家資源，核四問題，誠非台電能自解。」（林宗堯，

2011）  

事實上，此「核四之計」乃是直接點名台電並無任何品質保證

機制可確保核四安全運轉，
29

 因此必須由民間加以協助；但最後林

宗堯與其他委員反而在壓力下請辭，會議也因此停開；後來雖然在

2013 重新恢復，但有鑒於以「核四論」為綱領的「專家共識」對核

四公投的期程並不友善，甚至亦可能影響核四公投的結果，因此政

府改由「經濟部」（而非管制機關「原能會」）成立所謂的「核四

安檢小組」來檢驗核四的安全，等於是架空核四安監會與原能會的

監督功能；而「核四安檢小組」雖然表面上仍延攬林宗堯為成員，

但經濟部不但不認同林所提之安全檢查標準，又禁止他於立院討論

期間對外發言，林宗堯於是在 2013 年底選擇退出此「安檢小組」，

等於是政府再度錯失一次跨部門合作的機會（黃以敬，2013）。  

而在核四安監會會議於 2013 年恢復後，原能會遴選大批新人成

為委員，將核安會明白詮釋為「諮詢性質」，並把環保團體參與的

名額減少到一個。對此有委員提到：  

後來核四是否停建爆發開後，原能會他們把委員全部換成新

面孔，他們其實對整件事並不了解，資料也都沒機會看，我每次

去發言都好像去給他們提供新資料。（核四安監會委員 B 訪談

記錄）  

                                                        

29. 林宗堯所提之品保計畫，在國外是指針對公共設施設立一套標準的監督流程以確保品

質，例如：進行廠商資格認證、按時給予訓練、建立驗收與施工品質標準等等；但在

核四興建過程缺乏這套品保系統以及相關法律架構，這也是核四最無法讓委員信賴的

原因之一。關於品保計畫在國外的實施，請參見：Hughe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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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民間專家的建言可形成與政府核安監督的合作力量，無奈

在核四安監會的例子中，政府選擇排除民間主張，最後葬送了官民

合作重建信任的機會；此一規避公共參與的舉動最後引發更多的社

會抗爭，最終也許導致核四在 2014 年於巨大社會抗爭壓力下必須以

封存收場。  

與原能會官員的訪談亦顯示核四安監會主管機關認為防災事項

都屬於台電本身事務，地方機關與民眾無須涉入過深，這樣的狹隘

心態也使得各組織間難以透過此機制進行災害安全的合作，這種「原

能會與地方社區或政府無關，委員會無須與其他機關合作」的思維，

也體現在與主管官員的訪談中：  

……監督委員會不是政治機關……它只是召開會議還討論

監督與管制情形 ……像防災培訓……對誰培訓，不會是民眾

吧？……防災救護這種工作……這是他（台電）本身自己內部的

工作，跟地方沒關係。（原能會核管處官員 J 訪談記錄）  

因為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是我們的……如果講白了是一個

委員會的組織……常常固定開會而已……核四安全會議會邀請

多個機關來參與討論嗎？（原能會核技處官員 K 訪談記錄）  

四、地方之自主治理 

首先在「培養地方核安風險觀點」上，本研究在訪談中發現，

兩者呈現了相當明顯的差別。新北市透過核安會的深度討論，為地

方政府帶入了核安議題的獨立自主觀點，也提供防災演練的實境思

索。新北市消防人員如此表示：  

……原本在原能會的緊急疏散計畫裡都是紙上談兵……經

過這樣的討論我們就覺得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以一般的建築物

來講，其實台電的水土保持設施已經做得非常完善，可是經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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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會，就不能講它是一般的建築物。（新北市消防局人員 F 訪談

記錄）  

其他市府人員亦表示：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的話，第一個是專業知識的提升，第二個

對於我們各方面資訊的蒐集有很大的幫助，主要因為有民間的參

與。（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聯絡人 J 訪談記錄）  

這個平台也讓我們瞭解到真實的狀況或是雙方的差距，或是

市府在這個地方能扮演什麼角色……讓我們更瞭解到什麼是切

入點……而不會有人說這樣做我就做……最少你會更瞭解你真

實的狀況與需求……我們這些演練都是很小規模的……跟真實

狀況真的會差很多 ..那種範圍絕對不是我現在演練的尺度……

（新北市市府官員 H 訪談記錄）  

由訪談中可看出新北市政府透過推動民間參與核安監督機制，

得到了重新檢驗政策良窳的機會，並且透過多元資訊的重新整理，

不但提升對核安議題的敏感度，並逐步建立核安監督的標準與運作

方式。事實上，從在地方設立核安監測站、乾貯場營運方式、設立

地方核災應變機制等多項議題，新北市核安會都較能以民間發想為

基礎提出芻議，而後設法在預算與編制可行的範圍內運行。  

在 2014 年核安會第二次會議中，委員會決議把「成立獨立放射

實驗室」與「強化輻射監測點」合併處理，並決議由環保局檢驗原

能會及台電輻射監測數據的正確性；新北市囿於專業人力與預算的

限制，市府建議委託清華大學原發中心進行監測，儘管反核團體認

為清華大學與原能會、台電多有學術近親關係而不表認同，但建立

屬於地方自主的核能資訊來源則已獲得共識（新北市核安會，2014）。 

而相反地，核四安監會在主管機關有意識地遴選「不鬧事者」

的默契下，民眾雖可在會議末端陳述意見，但僅屬於事後補充，事

後亦缺乏連貫討論；而地方里長與農漁會代表雖能參加會議，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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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由於僅作為陪襯角色，缺乏進一步賦能的作為，自然難以

出現由民間主張的芻議。  

訪談結果亦顯示：民眾對於地方居民提出關於流行病學檢查的

需求，在新北市核安會經委員提出後，市政府立即要求台電辦理；

但相反地，原能會對此類要求卻容易限於專業管制機關的本位思

考，認定此非該機關所主管事宜而忽視在地觀點：   

如果看新北市核安會 .你要做流行病學調查、健康檢查，你

認為我們原能會來做會比較厲害，還是衛福部？如果我們來做你

會相信嗎？（原能會核技處官員 K 訪談記錄）  

而在「地方自主權力運用」這個層面，核四安監會因主辦機關

原能會將該項機制定義為「諮詢」性質，委員會只有「建議權」，

而無實質裁定的權力，因此委員無從將其評估結果化為決策，只能

不斷地要求台電改進但又提不出具有拘束力的做法，最終導致林宗

堯、陳慧慈與原能會副主委謝得志相繼辭去委員以明志的尷尬局面。 

反觀在新北市核安會中，亦有議員與反核團體持續主張應將核

安會法制化，使其成為常態性的獨立監管機制，甚至有在新北市設

立「核安局」之長期構想；雖然此項提議後來面臨地方自治法規之

限制而無法設立獨立局處；但市府仍在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之下

成立「核安處理小組」作為因應（新北市核安會，2013）。  

同時，新北市雖對台電並無法規上的禁制力，但仍積極透過官

民合作運用發放水土保持證書的權限，過程中市府有效利用其行政

資源對台電產生壓力，要求落實核安會決議，核一乾貯場水土保持

證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目前根據我國法規，僅規定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在選址時，



公民參與和核安治理─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與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之比較 43 

 

需由地方政府辦理公投，
30

 而目前正在新北市興建的核一與核二乾

貯場，因屬於「中期貯存設施」，地方政府依法並無否決權；但新

北市為爭取自主權力，透過拒發核一乾貯場水土保持證書的方式予

以杯葛，整個過程雖然看似個案，但後續卻衍生了「核廢場規劃需

尊重地方自主」的軟性長期規範，並延伸至後續核二廠乾貯場的政

治角力中。  

在 2015 年核二廠乾式貯存場的水土保持證書審核程序中，雖然

原能會為避免新北市循前例繼續掣肘，特地將此審核會議改由同屬

中央的農委會召開，然而核一乾貯場的未決前例，使農委會儘管通

過審查該水土保持證書，卻因投鼠忌器而遲遲未敢發放證照予該場

（彭宣雅、黑中亮、王茂臻，2015）。  

由上述兩案例可知，在沒有明確法源依據的情況下，新北市核

安會持續透過協力討論與議題深化，讓市府與地方社區掌握議題主

導權，透過行政權力的適當運作落實地方自主治理的願景，最終並

獲得中央政府的默認，為地方行使核安監督權建立重要的軟性規

範；這也是核四安監會始終未予著墨之處。  

陸、結論與建議 

隸屬於原能會的核四安全監督會與由新北市召集的新北市核安

會，是北台灣唯二可讓民間團體或地方機構參與監督的核安機制，

本文引用 Rau 等人的公民參與層次理論，透過分析會議紀錄、訪談

核安委員和主管機關，試圖以「資訊透明度」、「公眾諮商」、「跨

                                                        

30. 然而，由於遍尋不著最終處置場地點，原能會計畫把原來的「強制性同意公投」變成

「反對性公投」，此舉將更加剝奪地方自主管理的能力。請參見黃之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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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合作」與「地方自主治理」等四個指標來分析兩者在公民參與

成果上的差異。本文的結論認為：新北市核安會在公民參與的整體

表現較核四安監會為佳，其理由如下：  

首先，在「資訊透明」上，核四安監會由於是中央政府在立院

壓力下成立的機制，透過長期的制度化，在形式上都能符合透明度

的制度規範；而相對地，新北市核安會的臨時性色彩較重，缺乏專

業的編制，在會議召開與資料整理上的表現較為不穩定，所幸後者

開放民間錄影與發稿，可彌補資料追溯上的缺失。然而，新北市創

造出活躍的「會前會」機制，在會前先綜合各機關會商並向台電索

取資料，並透過圓桌論壇交換意見，使與會者對於資訊品質的信任

感有所提升，這是核四安監會較為不及之處。  

第二，在「公眾諮商」層面，核四安監會在此項的表現相對不

理想，主因是不同的利害相關者代表並未能充分納入體系中，因此

公眾發言呈現零星式的抗爭狀態；而新北市核安會則在官民的合作

規劃下納入了主要的核能意見團體與各層級行政立法機關代表，擴

大公眾意見輸入，擺脫單向詢答的缺失，亦能深化公眾討論。  

第三、在「跨部門合作」方面，核四安監會作為原能會被迫設

立的組織，其初衷並非鼓勵公民參與，而是希望「降低衝突」，因

此地方政府與民間專家發言若衝擊現有政策，不易獲得主事機關重

視，跨層級、跨機關的合作自難以產生。而新北市核安會因為希望

透過廣納意見建構監督核能的正當性與專業度，因此在發放水土保

持證書、設立核安局等相關決議事項的運作，都較能朝向「共同決

策」的合作目標。  

第四、在「地方自主治理」部分，在地方風險賦能的層面，核

四安監會由於屬於原能會所管轄，委員遴選與討論議程也由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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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因此獨立性與開放性都受侷限，不容易提升公眾風險應對能力。

而在新北市核安會部份，由於民間團體得以在議程中提出自主的風

險論述與討論型態，與會專家亦由地方政府與各團體磋商選定，因

此舉凡是貯存鋼桶材料、或是輻射監控機制等議題，都能將民間與

官方的芻議逐一融合落實。  

從本項研究中，我們可看出幾項對未來核安治理的未來方向：  

首先，地方作為核安治理單元在公民參與上似具有優勢，但需

要更多制度性的支持：地方機關由於是具有地域利害關係的自治法

人，首長與議會皆具有回應地區選民心聲的政治壓力，跨部門合作

的誘因較多，因此務實面對危機的動機較高，連帶也對匯聚多元意

見和發揮創意更加著力，便於與民間形成資訊與討論網絡，進而深

化討論並強化核安能力。  

然而，新北市核安會的例子亦顯示，地方機關主導風險治理體

系雖能有較高的彈性與創意，也能培養公眾的自主性，但囿於資源

限制，仍需要更多支持性的法規與程序，諸如在地方核安單位的編

制與在監理法規中明訂公民參與的角色與程序，都是可以考量的做

法。  

第二，公民參與的品質仍有大幅改善空間：以兩項核安機制的

實際運作可發現：此種會議型態離高品質的公民參與仍有一段距

離，其中尤其在地方社區與公眾的賦能層面，仍然未能有持續性的

投入，社區的角色也尚未在體制中被凸顯；其中新北市核安會的運

作型態雖已較為多元，但參與者仍僅限少數熱心的環保團體與自救

會領袖，尚未有在社區帶動大幅度核安風險討論的跡象。  

而在核四廠、核一和核二乾貯場相繼循政治性管道處理的狀況

下，未來如何把核安重點從菁英式的會議形式擴大成屬於普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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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賦能與公民科學，提升地方社群在第一線的應變能力，亦是

核安治理機制可著墨的重要方向。  

第三，唯有「自主獨立」的核安機制才能產生「信任」：我們

從核四安監會的例子可以發現，縱然核四安監會似乎符合了所謂公

民參與的「形式要件」，但由於原能會無須接受地方的直接問責，

內部科技官僚的本位主義亦盛，因此缺乏真實推動公民參與的動

機，最終在無法獲得民眾信任的情況下，反而讓反核團體必須在體

制外尋求改變。  

如回歸到 Rau 等人強調共同責任感與自主治理的關聯，本文亦

證實了：設立一個讓各方都可以信任的獨立機制，對於官方推動公

民參與的信心存續是必要的，而這也是審議民主論者所再三強調的

重點（Yang, 2006: 592-3）；以新北市核安會的運作而言，其對體制

較高的信心帶動了民間團體協助解決核安難題的公共責任，其正向

循環亦有助雙方達成共識。  

從本文對兩案例的觀察，所謂的「獨立」，並不僅指「學術專

業上的超然」，更需在制度上呈現某種互不隸屬的平行權力關係、

同時亦存在讓各種專業都可以平等參與並改變政策結果的機制（高

淑芬、邱紹華，2013：79）。對此，曾任核四安監會委員的林宗堯

曾公開寄期望於立法院，希望透過立法院自主、多元與開放的特質，

成立跨黨派監督平台，共推專家進駐核四並開放全民現場監督，以

解決核四安全問題（黃以敬，2013），但可惜的是林的此一願望始

終未能實現，核四也在事實未明的狀況下以封存作為政治性解決方

案。  

然而，林宗堯未竟的理想，在新北市似乎找到了這個實踐公民

責任與自主治理的場域：新北市核安會作為一個原能會體制外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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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元，具備必須對地區選民負責的強烈壓力，因此最終能以跨黨

派、官民合作、以及平等參與的會議型態，搭配地方政府的行政權

力，使各方建立對體制的信任感。這種「對外自主，對內協同」的

運作機制，或許也可讓我人對於未來地方自主治理與凝聚社會信任

的能力有更多正面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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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ing to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 Taiwan’ s Atomic Energy Council (AEC）  

established “ the Fourth Nuclear Plant Safety Monitoring 

Council ”  (FNPSMC) in 2005, and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lso formed its Nuclear Safety Monitoring Council 

(NSMC) in 2013. Both organizations aimed to facilitate 

collaborative monitoring among civil experts and governmental 

branches via public particip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se two mechanisms by 

adopting the parameters of “information openness”, “public 

consultation”, “trans-sectoral collaboration”, and “local 

self-governan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Both 

mechanisms share common problems of overly dispersed issues 

and a lack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t early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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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said that, while the FNPSMC could general 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openness”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the AEC’s aversive attitude in incorporating local 

perspectives and launching interactive dialogues could hardly 

have achieved “trans-sectoral collaboration” and “local 

self-governance.” In contrast, the more inclusive NSMC, formed 

by local government, might not have performed well on above 

two parameters for it institutional shortage on budgets and staffs, 

but the problem-solving orientation rendered itself a more active 

body facilitating coordination among sectors and sustaining local 

autonomy. 

This article thus concludes that the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s administrative red tape, should 

sincerely consider it a window of diverse opinions. Owing to  

both local offcials’ higher incentives in dealing with local 

political stakes and their advantage exercising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through local connections, local governments seem to 

have higher potential to boost citizens’ participation to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autonomy”. Therefore, how t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supports of local governments may be the key for 

future nuclear governance in terms of earning public trust.  

Keywords: nuclear security governanc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openness, public consultation, trans-sectoral 

collaboration, local self-governance 




